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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模式镜鉴下

环境管制标准私法效力再探*

刘敏玮

摘暋暋要:管制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效力问题同时受到了我国法与德国法的

关注,特别是在公私交界且合规致害现象高发的环境侵权领域。
我国可以借鉴德国法上环境私法责任框架,以归责原则区分为前

提,并且进一步参考德国法上的违法性理论,在违法性要件与过

错要件下分别审视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目标

和规范内容。出于对利益衡量、风险分配等因素的考虑,环境质

量标准宜被认可作为环境权益受私法保护之边界,从而具备合规

抗辩效力;而由于公法上的行为义务与侵权责任在过错要件下注

意义务吻合度不足,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不当然具备合规抗辩效

力。这一方案可合理解释裁判现状,揭示我国两种环境管制标准

的角色差异,厘清公私两法在环境侵权中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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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暋言

遵守或违反环境管制标准的事实如何影响私法责任成立的问题,长期以来在

我国与德国理论界一直受到广泛讨论。行为人违反管制标准造成损害从而承担责

任一般鲜有争议,而行为符合管制标准却依然得到私法负面评价的情形则体现出

了公私两法之间的矛盾。环境侵权作为合规致害的高发领域,司法实践中始终存

在对违反环境标准的事实处理不一致的混乱现象,理论界现有解释方案也存在值

得推敲的空间。若要认定一项符合公法规范的行为在私法上成立侵权,我们需要

找到公法上允许的行为被私法否定评价的正当化路径,在参考比较法方案的基础

上,给出更加妥当的答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1条确认了环境污染责任作为特殊侵权的无过

错责任归责原则,明确了符合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合规抗辩不具备完全

排除责任承担的功能。2023年9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

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生态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

4条再次强调,在判定环境污染、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承担时不考虑

行为人过错。通说也认为,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公法上环境管制的手段,其效力不

及作为私法的侵权法。栙 这与大部分比较法上处理这一问题的原则相一致。以德

国法为例,“管制性许可/行政法律规则或者裁决的合法化效果暠本身不能作为侵权

法上的辩护。栚 奥地利法律体系同样不允许“管制遵守抗辩暠。栛 法国法也以民事

责任情形下行政许可不得损害第三方利益为原则。栜 然而,我国法院对环境侵权

案件的处理却模棱两可,在合规抗辩效力问题上摇摆不定。在噪声、大气、粉尘等

不可量物污染案件中,法院倾向于承认合规抗辩的效力,即使原告受到污染影响产

生损害,法院判决“酌情予以经济补偿暠,也未予认定侵权责任成立;栞相反,在水污

染案件中,法院则清晰肯定地贯彻了司法解释的立场,否认了合规抗辩排除侵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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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伟:《环境标准侵权法效力辨析》,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4 142页,这里第134页。
参见[荷]威廉·范博姆等主编:《侵权法与管制法》,徐静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同上,第24页。
同上,第93页。
噪声污染案件参见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18民终90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2022)沪7101民初225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民终字第357号民事判

决书;粉尘污染案件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0)渝五中法民终字第3407号民事判决书;大气污染

案件参见山西省大宁县人民法院(2020)晋1030民初100号民事判决书;辐射与噪声污染案件参见江苏省盱

眙县人民法院(2019)苏0830民初520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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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可能。栙 司法解释和理论的明确似乎未在法院判决中得到反映,根据污染源

的不同分别认定环境标准在环境私法责任中的效力是否有正当性以及依据何在,
有待进一步解释。

本文将目光聚焦于侵权责任内部构成要件,围绕处于公私两法交界领域的环

境侵权,试图揭示公法上“合法暠的行为在侵权中被认定“违法暠或负担侵权责任这

一看似矛盾现象的成因;以德国环境私法责任框架为镜鉴,将环境侵权二元归责体

系重构作为展开讨论的基础;参考德国法上的违法性理论,重新认识违法性要件与

过错要件的分工以及二者在环境侵权中作为公私法连接点的角色,探明合规情节

分别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这一方案能够明确私法内部不同制度在

环境污染权益救济问题上的分工,在为受害人提供多元救济模式的同时,划定行为

自由的空间。

二、德国环境侵权体系分析与我国环境侵权类型化重构

(一)对我国环境侵权二元归责现行方案的审视

环境标准合规抗辩效力不清的原因,主要在于环境私法责任内部类型化构造

混乱。分析合规情节在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影响,需以环境侵权下妥当的类型划分

为前提。只有在适用不同归责原则的案型中确立管制标准进入责任判断的不同路

径,才能厘清不同管制标准在环境私法责任中的效力。
关于如何对我国《民法典》第1229条环境侵权进行目的论限缩,有学者主张,

应当根据污染源,将环境污染侵权区分为拟制型污染侵权和实质型污染侵权,前者

通常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一般包括噪声、振动、光、热、恶臭污染等感觉性公害,后者

则脱胎于风险社会,主要涉及化学与生物性污染,二者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和无过错

责任。栚 《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17条规定,相邻污染纠纷不属于环境侵权解释范

畴,《生态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2条将“不动产权利人在日常生活中造成相邻不动

产权利人损害暠的情形排除出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范围,同时第3条确定了前述情形

中“因经营活动造成损害仍然属于生态环境侵权暠这一例外;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

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认为,居民之间生活污染适用过错责任,依《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解决,企业生产污染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并根据不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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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案件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终793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5)参阅案例37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初77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张宝:《环境侵权归责原则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学说和实践的视角》,载《现代法学》,2011年

第4期,第89 96页,这里第89 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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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进一步区分责任和免责事由。栙

这一方案被司法实践普遍采纳,但此区分方式不仅无法满足实践的需求,反而

成为判决混乱的主因。首先,解读意见将环境侵权机制与物权法上的相邻机制完

全割裂,从表述上将二者对立。虽然相邻污染中的不可量物侵入制度与环境侵权

在规范目的与保护对象上各有侧重,但二者实际上存在表征的一致性。无论是企

业生产污染还是日常生活污染,只要符合相邻关系构成要件或《民法典》第1167条

情形,受妨害人就可以对此提出防御请求权。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侵权责任与物

权法互斥的安排。其次,相邻关系规则的适用不以加害人主观过错要件为前提,其
与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实际互相抵触。最后,由于《民法典》第294条(原《物
权法》第90条)本身性质不明,要件模糊,对该条款本身即存在物权法说或侵权法

说、是否为独立请求权及是否为引致条款之争,栚导致无过错责任环境侵权与一般

相邻污染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区分,也进一步导致了学者观察到的所谓“合规情节的

抗辩效果不一暠的现象。实务中的案由择定及构成要件检验都存在两种制度的误

用与混用。具体而言,在案由择定方面,一部分判决仅因原被告双方地理位置相

邻,便以“相邻污染纠纷暠之名行“环境特殊侵权暠之实,栛在一般侵权中援引第1229
条的无过错责任;而另一部分判决则反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暠之名行“相邻污染纠

纷暠之实,栜在确认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同时,加入了被害人一方容忍义务的判断。
一审中认定为相邻污染纠纷,二审纠正为环境污染责任或相反改判的情形在实践

中屡见不鲜。栞 法院在区分构成要件时缺少一致的判断依据,往往按照对环境污

染的一般理解,各自依据是否排放有害物质、排放方式是否直接、排放主体是否为

营利性主体、排放是否符合标准、排放行为是否偶然、是否针对特定主体等案件中

的偶然性因素,以判决结果为导向适用不同归责原则,栟缺乏有力说理,甚至有法

院以“符合一般侵权特点暠为由直接适用过错责任。栠 “生活污染暠和“企业生产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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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

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514 515页。
参见肖俊:《不可量物侵入的物权请求权研究———逻辑与实践中的暣物权法暤第90条》,载《比较法研

究》,2016年第2期,第49 61页,这里第49页。
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5民终8609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

渝01民终6383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吉民申578号再审民事裁定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 (2017)吉民申444号再审民事裁定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终174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终14660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黔03民终3416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苏12民终301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民申1653号民事裁定书,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2015)

渝北法环民初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民终字第1712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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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暠的范围并非字面意义般明确,这一区分仅仅从形式上完成了分类工作,却忽略

了“地理位置相邻暠“居民生活污染暠“生产污染暠这几个特征中可能存在的交叉特

征,以及两种归责原则和物权法救济途径之间的本质区别与关联。
显然,“居民之间生活污染暠和“企业生产污染暠的简单类型化二分虽然在形式

上与环境侵权作为特殊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立法目的相符,却无法发挥应有的

作用。相比之下,将污染特征抽象为要素的方案更为合理。该方案辅以符合危险

责任设置目标来进行综合判断,有利于避免僵化分类,能够有针对性地筛选出应当

适用危险责任的情形,并在环境标准的不同私法效力上予以体现。
(二)德国环境侵权体系对我国环境侵权归责标准的借鉴意义

在上述问题上,德国环境侵权立法体系能够为我国重构环境侵权归责标准提

供一定借鉴。观察德国在环境私法责任领域立法模式可以发现,德国倾向于通过

特别法发展危险责任,并且这些责任都建立在特别危险实现的基础之上。栙 环境

侵权由一般过错责任与以“设备危险责任暠(Anlagenhaftung)等为典型例外的无过

错责任构成,公法在这两个领域的介入方式亦有不同。在采用一般过错责任的情

形中,公法通过塑造交往安全义务的方式辅助判断侵权责任是否成立;而在无过错

责任情形下,环境标准发挥作用的空间则十分有限。其中在较为典型的“设备危险

责任暠适用中就存在诸多限制条件,立法从适用对象、责任排除条件和责任范围限

制方面进一步限缩了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空间。
在适用对象方面,“设备责任暠中的“设备暠仅限于《环境责任法》(Umwelthaf灢

tungsgesetz)附录一中所列举的特定设备,其中包括机械、装置、车辆和其他移动技

术装置,以及在空间或操作技术上与设备或其部分相关并可能对环境影响的发生

具有重要意义的辅助装置。栚 《环境责任法》第2条同时规定,即使环境影响由一个

尚未完成安装但是完成安装后具有危险性的设备造成,或者由一个已经不再运行

但是停止运行前具有危险性的设备造成,设备所有权人也应当根据《环境责任法》
第1条承担严格的设备责任;且如果损害由第三人引起,也不能排除设备所有权人

的责任。在设备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中,“法益侵害暠包括生命、身体、健康或物品

受到损害,排除了自由权、一般人格权和纯粹财产利益。德国将环境侵权领域中设

备责任、水污染责任、航空污染责任、基因技术责任以及《责任法》(Haftpflichtge灢
setz)规定的对电力、气体、蒸汽或液体影响的效果责任(Wirkungshaftung)单独抽

取,并设置无过错责任的做法更符合危险责任的立法本意。从法政策的角度看,危
险责任的设置本身就是应对技术设备使用中不确定性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责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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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也是创造风险接受(Risikoakzeptanz)的工具。栙 这一安排将现代社会中机器化

生产、高危作业引入的特殊风险以及可能造成损害的严重性纳入了考量,在制度设

置上围绕“危险性暠这一核心特征,分别适当地扩张与限缩了各自的适用范围,且在

排除责任的“合法暠抗辩事由方面也与一般环境侵权有所区分。
在德国的类型化模式之外,欧洲侵权法草案则采取概括特征的方式,做出了

危险责任一般条款方向的尝试。欧洲民法典项目中的欧洲民法典研究组与欧洲

侵权法研究组在各自起草的草案中对危险责任做出了一般条款性质的规定,《欧
洲侵权法草案》分别在第3:206条栚和第3:208条规定了环境责任与危险活动有

关的责任栛,其中,危险的特征包括:(1)已知某物质具有对人或物造成特别严重

危险的性质,(2)根据现有知识不易充分控制活动开始或进行时所涉及的风险。
《欧洲侵权法原则》在第5章以一般条款的形式规定了无过错责任的基本规则,
其中将异常危险活动的特征描述为如下几点:(1)尽管污染物排放主体已经尽到

该活动所有管理上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但仍然会引起可预见的和极高的风险;
(2)该活动并非通常活动;(3)损害风险的高低取决于损害的严重性与损害发生

的可能性。栜

综合德国的特殊类型化模式、欧洲草案的要素模式以及我国案由有争议的司

法实践案例,我国在现行的环境侵权框架下,可以考虑综合如下要素,筛选出具备

典型危险责任特征的环境污染活动。
第一个要素为该类型的环境侵权发生率高低。一种事故的发生率越高,适用

无过错责任的理由就越充分。事故的高发性表明该种活动与损害的强关联性,以
及采取积极预防措施避免损害发生的迫切性,表明由此产生的损失在损害分配的

过程当中被内部化是正当的。栞 这一要素同时包括了排放物质本身的危害性。
第二个要素为潜在伤害的规模大小。活动可能造成的损害规模越大,适用无

过错责任的正当性就越强。相较于一般侵权而言,环境侵权涉及企业工业化规模

化生产,因此发生化学、物理、生物等重大损害的可能性更大,且此类损害通常具有

连续性、广泛性、复杂性、潜伏性等特征。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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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J湽rgen Kohler,J.vo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湽rgerlichen Gesetzbuch mit
Einf湽hrungsgesetzundNebengesetzen,Berlin:Sellier灢deGruyter,2017,Rn.105.

Article3:206.AccountabilityforDamageCausedbyDangerousSubstancesorEmissions.
Article3:208.ControlandUse.
Art.5:101.Abnormallydangerousactivities.
JosephH.King,Jr.,“AGoalsOrientedApproachtoStrictTortLiabilityforAbnormallyDange灢

rousActivity暠,BaylorLawReview,Volume48,1996,pp.341 389,herep.36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

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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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要素为能否通过合理谨慎的注意来消除风险,也就是考虑风险本身的

可预见、可避免性因素。这一要素涉及对行为人与受害人双方的考量。当行为人

无法通过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方式避免危险的发生时,则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活动

的危险性已经高到应当施加无过错责任的程度。这一要素还说明了大多数受害人

同样难以避免损失或将损失内部化,因此行为人才是更合适的承担损失的一方。
危险责任的规制目标包括保护“难以避免的内在损害风险暠伤及的“无辜受害人暠;
如果潜在受害人易于通过合理防范避免损害,则说明不存在高度危险,或受害人本

可以避免损害却未避免,则说明其并不完全无辜。栙

第四个要素要求该活动不属于通常活动,或不属于该地区通常活动。这一要

素将居民生活中的一般环境污染风险与企业工业化生产污染风险相区分,进一步

说明了在该种活动中,潜在受害人无法忍受或应对损害风险,或没有能力采取系统

性的措施抵御损害风险。栚 相比之下,环境侵权中的企业或工业化生产一方通常

更有条件分散和避免损害。
经过上述要素判断得出的分类结果与环境法学者所提出的“拟制型污染暠和

“实质型污染暠大体类似,两种标准都具备环境科学依据支撑,栛而要素化的操作模

式相较于固定的污染源分类而言,不仅容纳了侵权法归责原则背后的原理考量,而
且更具开放性,在通常不具备危险性的污染例外符合上述特征的情况下,这一模式

为受害人提供了更有力的救济措施。栜 实践中可将这两种标准结合,以一定的确

定性为前提,确保个案判断的灵活性。
由此,在现行区分方案的基础上,“居民之间生活污染适用过错责任,由《物权

法》规定的相邻关系解决暠的表述应当理解为,在广义的环境侵权内部区分无过错

责任与一般过错侵权的情形,同时辅之以物权法上相邻关系中的不可量物侵入制

度协作处理。以这一区分方式为前提,我国广义的环境私益侵权实际上与德国模

式类似,由三种机制共同构建:第一,根据《民法典》第1229条,综合上述要素,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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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爱伦·M.芭波里克选编:《侵权法重述纲要(第三版)》,许传玺、石宏、董春华等译,北京:法
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47页。

JosephH.King,Jr.,“AGoalsOrientedApproachtoStrictTortLiabilityforAbnormallyDange灢
rousActivity暠,p.367.

参见张宝:《环境侵权归责原则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学说和实践的视角》,第92页。
主张区分“拟制型污染暠和“实质型污染暠的学者通常认为噪声污染属于“拟制型污染暠,适用一般过

错责任,参见张宝:《环境侵权的解释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而在实践中,大
量噪声污染纠纷案件援引《民法典》第1229条适用无过错责任,且从本文标准出发,将案件纳入危险责任范

畴的判断有相当的合理性。参见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2民终3000号民事判决书,成都铁

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川71民终5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3民再136号民事

判决书,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遵市法环民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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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危险性及严重损害可能性的环境侵权情形,适用无过错责任。第二,不具备上

述要素,排放人的行为仅以环境为媒介对受害人造成损害的,适用一般侵权过错责

任,受害人可就实际发生的损害请求损害赔偿。第三,在上述两种情形中,不动产

相邻权人受到不可量物排放持续妨害,符合防御性请求权行使前提的情形,受妨害

人均可主张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防御性请求权。

三、对我国环境标准效力问题既有解决方案的检视与厘正

(一)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局限

通过分析德国环境侵权整体构造,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和整理我国现有的环境

私法责任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管制标准效力问题的讨论。既有理论在探讨管

制标准效力时一般不以环境侵权内部区分为前提,但从类型化的角度对此进行审

视,现有理论解决问题的局限就会显露出来。

1.注意义务吻合论与无过错责任的不适配

在一般管制标准的侵权法效力问题上,学者从公私法的相互支援关系角度,提
出了公私法上的注意义务吻合论,认为在保护个人法益不受侵害方面,公私法共享

一致目标,因此“常态下管制规范所确立的行为规范与社会生活上的注意义务基本

吻合暠,并进一步指出,如果造成损害的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而加害行为未违反防止侵害型管制规范,则大致可以推断侵权不成立。栙 同时也

有学者观察到,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以行为人违反规制性规范而认定其存在过错,
裁判整体结果均未产生太大问题。栚

虽然注意义务吻合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违反行为规范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行为一般能够被认定为成立侵权的原因,但是据此反推“符合行为规范的行为就不

会被认定为侵权成立暠却显得说服力不足。同时,狭义的环境侵权作为特殊侵权,
其成立不考虑过错要件,因此,一般侵权中的注意义务要素在此处的作用空间仍有

待进一步考量。该理论作为解决一般侵权中管制标准效力问题的方法,对于解决

环境侵权领域不同管制标准抗辩效力不同的实践现状似乎无能为力。

2.风险控制论下行为人信赖的落空

有学者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提出不同类型环境污染风险的可标准化程度

不同,程度越高,管制标准越接近社会最优标准,因此合规抗辩效力越强。一旦管

制标准尽可能地接近社会最优标准,则行政管制外的剩余风险将会被排除,合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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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第57 68页,这里

第67页。
参见朱虎:《规制性规范违反与过错判定》,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6期,第1194 1215页,这里第

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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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更容易成立。栙

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用于规范不同污染源的不同环境标准以同样的行政法

规范形式和位阶呈现,仅仅借助污染源的可标准化程度不同、一部分管制规范符合

社会最优标准而另一部分不符合这一理由,难以对行为人公法上“合法暠行为在不

同污染领域得到私法上不同评价的结果进行充分的合理化。行为人对以公法规范

为依据调整自身行为的信赖就会落空,无法准确预期何领域的何种行为在符合公

法标准的前提下,依然会面临活动被禁止的风险或进一步导致私法上的损害赔偿

义务。如此,公法规范便失去了其本应为生产生活提供行为准则的功能。

3.管制标准区分论的遗留问题

针对不同污染领域管制标准合规抗辩效力不同的实践现状,环境法学者提出,
法院之所以仅在不可量物污染领域承认合规抗辩的效力,并非由于不可量物侵权

的行为可标准化程度较高,而是因为在这些特定情况下,不可量物污染排放标准与

环境质量标准基本吻合或者合二为一。栚 将两种标准区分观察的出发点及对裁判

乱象的此种总结可资赞同。将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分开观察可知,得
到法院认可的抗辩依据仅符合环境质量标准,而非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即法院

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在符合环境质量标准、满足其他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的情况

下,污染物排放主体即便造成损害,也可能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探讨环境管制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效力问题时,部分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两

种标准区分处理,栛然而最终结论却有较大分歧。因此,在合理总结司法实践的基

础上,我们尚需进一步追问,“污染物排放标准暠与“环境质量标准暠均为公法标准,
二者具体区别何在,以至于同为环境标准却能够产生不同的合规抗辩效力。为何

前者仅具有公法效力,而后者却同时具备公私两法上的效力? 既有理论均有待进

一步解释。只有将视角重新转回侵权责任构成中的要件上,参考部分德国理论,方
能观察到区分两种管制标准的依据以及二者效力不同的根本原因。

(二)观察视角回归:侵权内部构成要件视角的优越性

管制标准是否具备合规抗辩效力,本质上是对管制标准内容与私法责任成立

要件要求吻合度的考量。换言之,行为人能否根据某一标准提出合规抗辩,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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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亚辉:《环境管制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效力解释》,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37 53页,
这里第52页。

参见陈伟:《环境标准侵权法效力辨析》,第135页。
参见金自宁:《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合规抗辩———从一起环境污染损害案件切入》,载《北大法律评

论》,2012年第2期,第442 468页,这里第462页;周骁然:《环境标准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效力重塑———基

于环境物理学定律的类型化分析》,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46 55页,这里

第47 48页;张式军、徐欣欣:《污染物排放标准对环境侵权责任认定的效力研究》,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71 82页,这里第72 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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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在被侵权内部构成要件吸收过程中,是否具备直接否认该构成要件的能力。
学界在探讨管制规范与侵权责任的关联时,通常或将其含混地定位为违法性问

题,栙或从过错要件切入。栚 在侵权责任中,加害行为“违规暠情节一般通过这两个

要件对责任认定产生影响。欲探明管制标准具体通过两个要件中的何者发挥作

用,首先要明确不同管制标准的制定目标与规范内容,以及二者在侵权内部构成要

件视角下的根本差异。
根据《环境信息术语》的定义,“环境质量标准暠是以“保障人体健康暠以及“维护

生态良性循环暠为目的对环境中有害物质和因素所做的限制性规定,栛作为状态规

范,旨在保障符合标准情形下各方权益无虞,并以整体环境质量状况为表达方式。
常见的环境质量标准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等。而“污染物排放

标准暠则是根据环境质量标准及污染治理的技术经济条件,对排入环境的有害物质

和产生危害的各种因素所做的限制性规定,栜其内容主要包括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排放速率等。常见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包括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1996)等。
虽然环境质量标准是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主要依据之一,且二者同属科学

制定的环境管制标准,但置于整体侵权构成要件下重新审视的二者的规制内容则

显露出不同面目。
环境质量标准着眼于行为人行为最终造成的结果。符合环境质量标准的事实

容纳了合规或超标排放行为所导致的环境影响的严重程度、该领域的环境容量吸

收程度、环境自净能力以及整个事实发生的过程,聚焦于历经时间与空间维度变化

过程发生后的客观损害结果,能够直接影响对侵权法上是否发生“违法的暠损害的

判断。污染物排放后既有可能因自然净化而降低浓度,也不排除与其他污染源叠

加导致浓度升高,多种介入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最终呈现的环境质量已经无法作为

判断行为人行为是否恰当之参照。对比来看,污染物排放标准控制的则是个体排

放量,其功能在于环境管制而非界定某个区域或范围内的污染状况。栞 因此在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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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第58页。
参见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朱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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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伟:《环境质量标准的侵权法适用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第209 229页,这里

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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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侵权的过程中,该标准能够作为直观的行为标准供参照。观察污染物排放标准

监测点的设置能够发现,污染物排放标准所评价的事实是行为人的排放行为,该行

为尚且处于整个侵权行为过程的最初发生阶段。无论该标准是否得到满足,这一

结论都与最终造成的损害结果相隔甚远,无法作为最终判断污染案件中受害方权

益侵害的具体情况的依据。
两种环境管制标准的规范内容与制定目标的差异,以及侵权构成要件各自的

功能角色,决定了环境侵权责任中“环境质量标准暠与“污染物排放标准暠的影响分

别体现在违法性要件与过错要件中。采用客观主义判断过错要件是否成立时,其
考察对象为行为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因而作为公法上行为标准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通过“过错要件暠这一管道进入侵权责任的判断在理论探讨中一般不存在特殊障

碍。栙 然而,关于违法性要件的有无及其具体内涵,国内外学界则争议不断。作为

在环境侵权中被广泛关注的问题,栚我们有必要重点探究其具体功能,明确公私两

法中违法性要件的二元内涵。

四、以德国侵权构成要件理论为背景对环境标准效力的厘清

(一)德国违法性要件理论下环境质量标准合规抗辩效力证成

1.违法性要件之结果不法内涵及其独立性证成

个案中环境质量标准是否得到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排放行为最终所造

成的污染结果在法律评价下的严重程度,这一点理应体现在民事责任中的损害赔

偿上。栛 至于这一事实应当透过何种要件进入损害赔偿责任的判断,违法性要件

堪当此任。
违法性概念最早起源于公元前286年的《阿奎利亚法》,“违法暠(iniuria)最初

意味着在没有权利的情况下违反法律,即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栜 理论界长期以

来对“违法暠与“过错暠(faute)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二者的区分可以追溯到鲁道夫·
冯·耶林(RudolphvonJhering)在1867年出版的《罗马私法中的过错要素》一书,
其中区分了“客观的违法性和主观的违法性暠(objektivesundsubjektivesUn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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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虎:《规制性规范违反与过错判定》,第1195 1196页;王利明:《我国暣侵权责任法暤采纳了违

法性要件吗?》,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第5 23页,这里第16页;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北京:法
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对环境侵权中违法性要件的讨论,参见陈伟、冯佳琪:《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违法性要件的二元

结构》,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 16页;蔡唱:《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暤
背景下环境侵权违法性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148 157页;刘超:《环境侵权

行为违法性的证成与判定》,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5期,第179 186页。
参见张宝:《环境侵权的解释论》,第137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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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概念,栙并对《德国民法典》产生影响。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作为构成

要件之一,被规定在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和第2款

中:如果行为人侵害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法益,则自动征引违

法性(Tatbestandsm昡昚igkeitindiziertdieRechtswidrigkeit),除非被告具有违法阻

却事由(Rechtfertigungsgrund)。各国的侵权制度对这一要件的安排有所不同,从
德国法上的“内部注意暠(innereSorgfalt)、“外部注意暠(昡u昚ereSorgfalt)之分到日

本法上的“一元论暠“二元论暠之争,理论界为区分过错与违法性发展出的解释方法

层出不穷,同时,违法性要件中另一核心问题还在于应当采取结果不法还是行为不

法的判断方式。
违法性要件关注的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除了对违法性有无

进行判断,还需关注违法性程度的高低。栚 侵权法对法益保护边界的划分,属违法

性要件之功能。在环境侵权领域中,有学者提出,环境质量标准就是权益是否受侵

权法保护的边界。栛 从构成要件的功能出发来转化这一表述,环境质量标准作为

判断侵权责任成立的依据,理应作用于违法性要件的判断。
违法性要件作为侵权责任所应具备的要件,栜在过错原则与无过错原则中

均有独立功能。由于我国侵权责任立法与理论皆对违法性要件持审慎态度,
学者们在探讨环境质量标准与侵权责任成立关联问题时,往往出于对该要件

模糊性与复杂性的忌惮,被迫绕道因果关系栞或损害要件栟处理本应属于违法

性要件的任务。这些方案的实际目标均为划定规范意义上受保护的法益范

围。诚然,要件之间存在模糊地带,它们或可能处于开放状态互相影响,或需

要分别与损害要件结合进行考量。栠 即便如此,这也并不影响我们借鉴德国法

理论、选取违法性要件作为问题关键与实质连接点的妥当性。只有明确违法

性要件的角色,方能建立妥当且适宜的管制标准与侵权责任构成的沟通机制。
首先,违法性要件与过错要件分工不同,对二者的判断在方向上也存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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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鲁道夫·冯·耶林:《罗马私法中的过错要素》,柯伟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第9页。

参见叶金强:《侵权构成中违法性要件的定位》,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第96 101页,这里

第97页。
参见陈伟:《环境质量标准的侵权法适用研究》,第209页。
参见陈聪富:《侵权违法性与损害赔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89页。
有学者提出环境质量标准也能够作为违法性要件下忍受限度论中限度的具体化体现,但由于

我国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并未要求行为违法性,故只能归结到行为或因果关系要件中。参见陈伟:
《环境质量标准的侵权法适用研究》,第221页。

参见张式军、徐欣欣:《污染物排放标准对环境侵权责任认定的效力研究》,第72 73页。
参见叶金强:《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第155 172页,这

里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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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差异。即使采用客观主义方法,对过错要件的判断也着眼于行为人对损害

事件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与行为样态,而违法性要件则偏重客观上对法律保

护范围的划定。栙

其次,侵权法上的违法性判断均应以结果不法为判断依据,着眼于权益侵

害结果,而非行为人义务之违反,且这一判断依据不会因归责原则的变化而产

生变化。我国通说一般认为,无过错责任中不需要违法性要件。栚 然而,对这

一问题观点的分歧实际来源于对违法性要件内涵理解的不同。只有采用结果

不法说,才能彰显违法性要件同时在两种归责原则的侵权构成中区别于过错

要件的独立地位,且将无过错责任与单纯的绝对责任、结果责任区分开来。采

用行为不法说的价值基础往往源于侵权法最初的“制裁功能暠,即私法惩罚机

制。栛 而在风险社会中,损害赔偿的目标更多的是将一个已经发生的损害分配

给某一方,而非施以额外的负面影响。栜 这并不代表在环境侵权领域中,预防

损害发生和惩罚违法行为者的任务退居次位,只是当今私法在很大程度上已

经不再简单依赖于禁令和指令来直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为当损害赔偿责任

成为危险行为的代价时,其就已经能够代替管制性标准起到控制行为的作用

了。如果在违法性要件中加入对义务违反的判断,实际上是将法秩序的意义

削弱为行为准则,栞并导致其与过错要件难以区分。违法性要件在此处的作用

恰巧在于将实现特定危险的特定责任风险分配到加害人身上,而非用于判断

其行为义务的履行情况。因此,在危险责任中,同样也需要通过权益侵害来表

征行为人行为之违法性。栟 这一认识在德国法上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栠克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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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金强:《侵权构成中违法性要件的定位》,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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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14ff.,95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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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昳ln;Berlin[u.a.]:Heymann,1989,S.67.
参见李承亮:《侵权行为违法性的判断标准》,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77 84页,这里

第53页。
参见[奥]H·考茨欧主编:《侵权法的统一:违法性》,张家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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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安·冯·巴尔(ChristianvonBar)就指出,无过错责任实际上就是不法责任;栙

德国学者尼尔斯·扬森(NilsJansen)也认为,违法性要件应当理解为法益侵害,
无过错责任应被理解为一种违法责任(Rechtswidrigkeitshaftung),如此才能够

解释,为什么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同样也能排除无过错责任。栚 如果认为

过错要件可以吸收违法性要件,那么在无过错责任中,损害赔偿范围就无法被

排除并受到限制。栛 由此可见,在作为特殊侵权无需考虑过错要件的环境侵权

领域中,违法性要件作为责任承担的“闸门暠的功能越发凸显。
最后,即使是主张“去违法性暠的学者也未否认某些情形中有设置该要件的

必要,只是认为违法性要件能否作为一般侵权总体构成要件仍有待商榷;栜而否

认违法性要件在环境侵权中独立意义的学者,也认可在环境侵权责任认定中必

然涉及对违法性问题的判断。栞 《民法典》条文未明确使用“违法性暠这一表述,
不意味着该要件承担的工作可以被省略。在不需要过错要件的前提下,引入和

明确违法性要件,有助于根据被侵害法益被保护强度的不同实现层次更精细的

制度设计。
学界通常认为,环境侵权行为往往是活跃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副产品,获得公法

许可或排放符合公法标准的污染物的行为在侵权法上被评价为具备“违法性暠,这
无疑是荒谬且逻辑矛盾的;栟主观上不具有过错且客观上“不违法暠,不具备“可责

难性暠的、“无辜的暠加害人就其合规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需要更强的正当性基

础。这一问题实际产生于对侵权法中“违法性暠概念与功能的扁平化认识。统一将

公私法上的“违法性暠理解为行为人行为违反法律禁令的做法导致了对公私法“违
法性暠评价不一的现象被当作亟待解决的矛盾。然而德国学者早已明确指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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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侯佳儒:《中国环境侵权责任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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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法性一元论并不必然合理。栙

以噪声污染为例,大量判决援引原《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2款“本法

所称噪声污染,是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暠,以未违反排放标准为由排除侵权责任;栚通说

也认为,构成噪声污染侵权的前提是满足“噪声污染暠,即须得同时满足“超过排放

标准暠和“干扰他人暠两个要件。栛 根据对违法性要件内涵的辨析可知,这一处理错

误地将公法上违法性的概念内涵直接套用到私法判断中。栜 环境侵权中的“污染

环境暠作为行为要件,应当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加害人所实施的使环境遭受不利影

响的行为,不应僵硬地对照公法标准所规定的“污染结果暠来反推行为要件是否得

到满足。按照前述违法性一元论理解,远低于噪声排放标准限度的、长期频率变化

的噪音栞等达标致害的情形就无法进入司法视野。2022年6月起施行的新《噪声

污染防治法》扩张了原《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2款的噪声污染概念范围,
将“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暠纳入定义中。这一立法修改合理地削弱了

“超标暠特征对判断噪声污染的决定性作用,噪声污染范围界定的扩张在一定程度

上为私法中判断噪声污染扫清了原有的障碍,为受害人获得私法救济提供了更多

可能。
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变相揭示了公法的“管制暠与私法的“救济暠目标之间出现错

位的可能:公法上的“违法性暠偏向行为人角度,着眼于管制标准的满足与否;而侵

权法上的“违法性暠则更多地专注于受害人获得救济的正当性程度。此处的违法性

要件更多地承担了划分法益保护范围与程度、而非行为评价的作用,也因此成为环

境质量标准这一状态规范进入侵权法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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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Klimke,inGsell/Kr湽ger/Lorenz/Reymann(GesamtHrsg.),beck灢online.GROSSKOMMEN灢
TAR,2016,曥906Rn.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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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违法性要件下对环境质量标准合规抗辩效力的判断

根据前文对违法性要件的阐释,无论是在采用无过错责任还是过错责任的环

境侵权中,均应采用结果不法说来判断违法性要件。结果不法以法益的区分保护

为前提,栙判断时采用“排除法暠,先认定造成不利后果的行为在原则上具备违法

性,再按照一定标准将不具备违法性的例外情形排除出去。栚

具体到环境侵权案件而言,在生命、身体、健康、所有权受侵害的情况下,违法

性要件均可征引成立,判断责任成立时无须将环境标准纳入考虑范围。此时只要

排放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即为损害负责,符合公法要求的事实

无法作为此处的抗辩理由。虽然通说认为制定程序合法且内容合理的环境质量标

准已经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人群健康,但在即使微弱却仍然存在的剩余风险造

成核心法益损害的情况下,要求行为人填补侵权法上损害的安排与环境侵权适用

无过错责任的立法目的相符,属于排污者从事具有侵权法意义上危险性活动所应

当承担的代价。
而在与生活相关的环境权益,如通风、日照、安宁、洁净及纯粹经济利益栛受到

侵害的情形中,被侵害的法益不足以直接证立违法性要件。如果环境质量标准所

规定的边际值能够代表当前的技术状态且具备相当合理性,则应当将其视为此类

位阶较低之利益受法律保护的边界,符合该标准的事实即具有排除违法性的效力。
要求行为人在无过错责任下对一切权益侵害所造成的损害甚至损害之虞栜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对可能创造相当程度社会效益的守法排放者而言,无疑过于严

苛。即使是无过错责任,其适用也应当限制在法律所保护的特定权益范围内。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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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承亮:《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及其类型化》,第91页;廖焕国:《侵权构成要件的不法性功能

论》,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1期,第43 50页,这里第45页。
参见李承亮:《侵权行为违法性的判断标准》,第83页。
环境污染造成纯粹经济损失的情形主要包括环境污染使工厂停工、无法履行合同赔偿合同相对方

损失、景区游客减少、噪音污染造成房价下跌等。相关判决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津民终145号民

事判决书,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5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书。
相当一部分判决在环境侵权中扩张了损害概念,认为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是指“……造成损害或者有

造成损害之虞的事实而引起的纠纷暠。在“李明、王军诉北京庄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噪声污染损害赔

偿纠纷案暠中,法院提出,“长期噪声对居民环境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在即使没有造成实际经济损失或医疗仪

器暂时检测不出原告身体的损害后果亦应作出相应赔偿暠。也有法院认为,“环境侵权的损害不同于一般的

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由于环境侵权通过环境这一媒介侵害到一定地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益,
一旦出现可用计量方法反映的损害,后果往往已无法弥补。因此环境污染对人体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还应

包括症状不明确且暂时无法用计量方法反映的损害结果暠。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民

再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05)二中民终字第11779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泉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5民终544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第24批指导案例第128号:李劲诉华润

置地(重庆)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Vgl.NilsJansen,DieStrukturdesHaftungsrechts,T湽bingen:MohrSiebeck,2003,S.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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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护范围内利益的受保护程度决定了侵权的违法性程度,栙环境质量标准作

为环境权益受保护的边界为学界所认可。栚 违法阻却的含义是指法律例外地允许

在一定范围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形下,客观上的权益侵害的结果不由行为人填

补。比起核心人身财产法益,环境权益在侵权法中受到保护的程度明显更弱。可

归责于行为人的法益侵害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某些特定的法益是法律赋予主体

的,因此理所当然由责任法对其进行保护。栛 鉴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环境权益

的范围仅限于对一定品质状态的环境利益的支配,而无法享受如同核心法益一般

全面的保护。且从制度的保护目的看,物权法上的相邻关系制度当为更适宜的工

具。即使允许行为人提出符合环境质量标准从而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抗辩,原
告也能够以其排放超过限度或妨害实属重大为由提出防御请求权,要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从法益衡量的视角考虑,绝对权本身包含了不得侵害的含义,栜在生命、身体、
健康、所有权受侵害时,权利保障价值应当优先于他人实现社会目标的价值,栞而

纯粹经济利益和环境权益作为排他性较弱的权益则不然。此时行为的违法性已经

无法通过单纯的权益侵害结果征引,须引入利益衡量加以判断———环境质量标准

便可由此被纳入考虑范围。由于边界不确定,一旦不同权益之间发生冲突,司法裁

判根据相关利益在相关情况下的“分量暠来“权衡暠处于竞争中的法益。为了重建和

平状态,一种权益必须退居另一种之后,栟对受法律保护领域的承认意味着对他人

自由的限制,界定保护范围的过程不应忽视法益之间可能的冲突。栠 赫尔穆特·考

茨欧(HelmutKoziol)提出,在健康轻微受损的情形下,若行为人选择尊重他人身

体健康权就意味着必定会遭受严重财产损害,那么就可能会发生位阶更高之利益

无法得到保护的情形。栢 由此可推,在比健康权位阶更低的环境权益与纯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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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金强:《侵权构成中违法性要件的定位》,第99页。
参见杨朝霞:《论环保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以环境权理论为基础的证立》,载《法学

评论》,2011年第2期,第105 114页,这里第111页;陈伟:《环境质量标准的侵权法适用研究》,第213页。

Vgl.NilsJansen,DieStrukturdesHaftungsrechts,S.314.
参见李承亮:《侵权行为违法性的判断标准》,第84页。
参见[日]松原孝明:暩違法性論樔権利論樜対立標樐槫樒 序論:違法性論標対樄橂権利論槴橀樜批

判標樐槫樒樜検証 (高見勝利教授·辻伸行教授退職記念号)暪上智法学論集59巻4号(2016年),168頁,转
引自李承亮,孙鸿亮:《一般侵权责任构成模式下的“权益侵害暠功能论》,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
期,第37 53页,这里第46页。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508 509页。
参见[奥]海尔姆特·库齐奥:《侵权责任法的基本问题———德语国家的视角(第一卷)》,朱岩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8页。
参见[奥]H·考茨欧主编:《侵权法的统一:违法性》,张家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

176页。其参考案件大致案情为炼油厂释放了制定法未禁止排放的难闻气味,而邻居因此感到厌恶、头痛和

房屋贬值的案件,参见[奥]H·考茨欧主编:《侵权法的统一:违法性》,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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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受到侵害时,允许符合环境质量标准的事实排除行为人违法性,意味着在此情

形下选择更尊重守法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此种价值衡量有相当的合理性。
参考德国在无过错责任的设备责任和水污染责任中采用的责任排除事由,《环境责

任法》第5条规定,在持有人合规运营设备的情况下,如果财产只受到轻微损害,或
根据地方惯行可以认为该损害程度属于合理范围,则排除持有人的损害赔偿义

务。栙 同样采用无过错责任的德国《水资源法》(Wasserhaushaltsgesetz)第89条

(原《水资源法》第22条)规定的水质污染责任,是指“导致水的物理、化学或生物质

量的不利变化暠。对此,主流观点认为,该规定的无过错责任也以对水质的“违法

的暠(rechtswidrig)改变为前提,栚如果具备根据第8条授予的许可,则应排除第89
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风险责任原理同样能够支持在非核心法益受损的情形下将环境质量标准作为

违法性判断的依据。人们不可能为其导致的所有法益侵害承担责任,法益侵害也

必须在有限的范围内归责于侵权人。对这一范围进行切割的标准往往不仅与导致

损害的行为合法性相关,还会涉及其他标准,比如损害的可预见性、风险防控的范

围等。栛 《欧洲侵权法原则》在第2:102条(受保护的利益)中明确规定,对纯经济利

益的保护应受到更多限制,此时尤其要考虑行为人与遭受危险者之间的紧密性,以
及行为人对“自身利益肯定不如受害人的利益价值大,而自己的行为将造成损害暠
这一事实的知悉。栜 除过错之外,决定损害承担的标准即风险分配。栞 在风险责任

中,责任主体的责任仅仅取决于侵害结果是否属于事先分配给他的风险。栟 风险

责任作为归责基础,将作为归责客体的侵害结果与通过归责基础建构的风险领域

联系起来,而此种联系在功能上等同于侵权法上的违法性联系,这也是对规范保护

目的的进一步阐释。栠 早有学者正确地指出规范保护目的被掩盖在因果关系要件

下的违法性问题属性。栢 按照前文中对违法性要件的理解可知,其与风险领域理

87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栠

栢

Vgl.JoachimSchmidt灢Salzer,KommentarzumUmwelthaftungsrecht:betrieblicheRisikenundin灢
nerbetrieblicheVerantwortung,Heidelberg:VerlagRechtundWirtschaft,1992,Rn.22.

Vgl.R湽digerBreuer/KlausFerdinandG昡rditz,瘙ffentlichesundprivatesWasserrecht,Rn.1382.
Vgl.NilsJansen,锇DasProblemderRechtswidrigkeitbei曥823Abs.1BGB》,S.546.
参见欧洲侵权法小组编著:《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于敏、谢鸿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第4页。
参见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38 56页,

这里第49页。

Vgl.Conrad Waldkirch,ZufallundZurechnungim Haftungsrecht,T湽bingen:MohrSiebeck,

2018,S.152 153.
Vgl.CarlLarenz/Claus灢WilhelmCanaris,LehrbuchdesSchuldrechts,S.604.
参见叶金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34 51页,这里第37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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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两种理论工具,本质上是在共享过错因素作用之外划分责任范围的目标。
在风险责任的具体适用中,需要根据一定的考量因素判断损害发生在哪一方的风

险领域内。以“损害分散可能性暠“风险的开启、维持与控制可能性暠以及“被受害人

遭受侵害之权利位阶暠栙三个风险分配的考量因素为例,在环境质量标准得到满足

的情况下,位阶较低的法益受损已经不再理所当然地处于行为人应当负责的风险

领域内:行为人即便尽到一切谨慎注意,也无法直接控制环境质量标准的达标与

否,此时若要求其为达标情形下可能由于其他因素造成受害者的弱保护法益受损

承担责任,显然已超出规范设定的目的。
由于侵权法上不确定概念众多,政策性评价的导入可以帮助法律适用者更加

灵活地筛选责任。栚 从标准制定的出发点来看,环境质量标准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与私法上的保护目的更加吻合,满足具备私法责任排除效力的公法标准要求。栛

环境质量标准所针对的是某个领域客观的环境污染状态,由于环境自净、环境容量

等因素,该状态与个案中加害人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已经相隔甚远,退一步说,即使

某个区域达不到标准限值,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众多,关联度也还需要其他证据进

一步探求;如果达到了环境质量标准,则有理由认为此时造成的环境影响并未构成

规范评价上的污染,在非核心法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下便不具备证明违法性要件成

立的有力理由,由此,环境质量标准便能够成为判断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栜

应当指出,并非每个与损害结果有关的因果关联都应当被判定为具有违法性。栞

此外,在危险责任领域,合法行为的高度危险性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不法

性,栟加害行为作为侵权行为的评价对象,其在客观上的危险性是重要的评价基准

之一。与主观过错类似,违法性亦有程度之分,行为的客观样态决定了违法性程度

以及可归责性强度。而符合环境质量标准的事实,意味着这一活动在个案中的危

险性已经被削弱至根据现有技术水平能够被接受的程度,考虑到个体和财产特殊

的敏感性,此时由侵权法提供救济的正当性和需求也相应被削弱。根据德国学者

对威尔伯格动态体系论的分析,以危险性的实现程度作为考量要素可以被认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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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第53页。
参见朱虎:《规制性规范与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界定》,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1期,第157 176页,

这里第159页。

Vgl.GerhardWagner,瘙ffentlich灢rechtlicheGenehmigungundzivilrechtlicheRechtswidrigkeit,S.
100 101.

参见金瑞林:《环境法学(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参见[德]埃尔温·多伊奇:《德国侵权法———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及痛苦抚慰金》,叶名怡、温大军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83页。
参见[奥]H·考茨欧主编:《侵权法的统一:违法性》,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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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责任的事由。栙

3.作为抗辩依据的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法学界现阶段对国家标准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制定目标、编制程序及内容

水平方面:其一,标准的制定融合了政策选择、经济成本等对环境以外因素的考量,
无法为私法上的个体提供充分保护;其二,编制程序不完善,编制机构中立性不足;
其三,标准过时滞后,对新型污染物缺乏判断,科学性有待加强。栚

反对环境质量标准合规抗辩效力的观点实际上都在试图论证,在事实层面,受
制于国家发展水平,现有的环境质量标准限值无法达到排除所有影响的最优状态。
符合环境质量标准事实上的确并不一定能够绝对排除对受害人的影响,环境质量

标准限值的设定除了指向保护目的,还包括了对经济效率、治理成本以及目标可达

性方面的考虑;而从规范层面看,违法性要件在此处划定了侵权法在这一情形下的

保护范围与程度,是综合考量的结果。的确,从保护个体的目标出发,侵权法需要

承担公法上合规行为仍可能造成损害的剩余风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侵权法需要

承担全部剩余风险,而是需要在侵权内部视角下对风险做进一步切割与排除。而

现阶段环境质量标准的局限性则通常会在侵害核心法益的情形下完全排除环境质

量标准合规抗辩的空间。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对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生产保障和

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偏重不同,加之生活习惯、气候特征以及群体敏感程度差异,各
国的环境质量限值必然存在差别,栛对环境质量标准的时效性固然是毋庸置疑的

要求,但就其数值的严格程度而言,正如比例原则所要求的那样,最高的限制设定

在考虑到企业风险防范与经营成本的前提下并不必然最为合理,自然也不应当期

待侵权机制脱离时代背景及整个法律体系,在其他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仅
偏向受害人一方并为其提供最全面的保护。

考虑到环境质量标准现阶段的上述不足,从规范层面允许符合环境质量标准

的事实排除违法性,也意味着对标准的选取和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下情

形中,环境质量标准的合规抗辩效力可以例外地被否定。
第一,在现有环境质量标准的具体化适用中,应当根据功能分区以及污染物种

类考察优先适用的标准,在标准竞合的情况下,认可该场景所适用的最具针对性以

及最严格的标准限值作为依据。例如,《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较
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限值更严格,在判断生活饮用水是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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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污染的案型中针对性更强;符合《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HJ332—

2006)较之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事实在判断农作物生长的

环境侵权案型中更适宜作为抗辩理由,在此类情形下,无法认定仅仅符合后者(而
不符合前者)的事实具备合规抗辩效力。

第二,针对时效性和内容科学性问题,在环境质量标准明显落后于社会现实需

要与科技发展水平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依当事人审查申请,参考其他国家或者世界

卫生组织提出的标准,否认环境质量标准的合规抗辩效力。栙 以空气污染为例,

2005年《世卫组织空气质量准则》中已将PM2.5标准值设定为每年10微克/立方

米,而2012年2月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才首次增加PM2.5
检测指标,并以年平均15微克/立方米作为一级浓度限值;栚在2009年环境保护部

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有接近95%的单位建议增加 PM2.5
作为污染物检测对象,栛该情形当属此例。

应当明确的是,环境质量标准作为合法抗辩事由的前提是该标准从制定过程、
形式以及目标上向“理想状态暠靠近,且在适用环境质量标准时无论从溯及力还是位

阶层面,都应当“从严暠。在满足此种条件的环境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利影

响,就属于无法预见和规避的意外。现阶段环境质量标准制定内部的不足当属公法

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不应该削弱将制定合理科学的环境质量标准纳入侵

权责任考虑范围的正当性。以公法标准的科学化发展、逐渐向最优标准靠近为前

提,对私法为公法“补缺暠的需求亦会逐渐缩减,二者的统一也将成为应然趋势。在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决中,受害人容忍义务的参考对象逐渐从“普通的

(normal)一般人暠转变为了“明理的(verst昡ndig)一般人暠栜,这一变化意在使民法上

的重大妨害的标准尽可能地与公法《联邦污染防治法》(曥曥1,3Bundesimmissions灢
schutzgesetz)栞的标准保持统一,栟变相对受妨害人的容忍义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过错要件下对污染物排放标准合规抗辩效力的否定

与环境质量标准不同,污染物排放标准着眼于行为人的排污行为,主要考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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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的污染物排放、经营生产所使用的设备是否符合公法标准。这一标准涉及行

为正当性与对行为人注意义务的判断,自然应当置于过错要件下进行分析。
在德国法上,“污染排放标准暠在判断侵权责任成立中的具体影响通常通过交往

安全义务来体现。栙 交往安全义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适用范围,呈现出侵权法

上一般义务之特点。德国法上的环境侵权中存在适用过错侵权一般条款即《德国

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第2款,以及相邻关系中的不可量物侵入制度的空间,进
而产生了对公法上注意义务能否转化、如何转化为侵权法上一般注意义务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公私法上行为人注意义务对吻合度要求的讨论在我国的无过

错环境侵权案型中无法展开,因而污染物排放标准在无过错责任环境侵权中并无

适用空间。考察排放标准对侵权构成的影响,势必要通过考察环境污染排放行为

管制标准所设定的行为义务能否对标侵权法上的一般义务,来判断行为人是否达

到了该义务所要求的谨慎程度。有学者认为,施加无过错责任有助于特定主体更

为勤勉地履行注意义务,栚然而,从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为避免责任所提出的

谨慎注意要求是一个逐级递增的标准,采用无过错责任就意味着对责任避免提出

了最高级别的要求,且该要求不再取决于管制规范所设定的社会最优标准,或行为

人能否预见这一标准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一旦交往安全义务被提升到接近无过

错责任的程度,该义务就已经不再是一项真正的行为义务,其功能无限接近于结果

不法,从而直接服务于损害负担的分配。在德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水污染领域,德
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在判决中正确地拒绝了通过“注意标准暠以及“可避免性暠扩大条

文概念变相引入过错的做法。栛

正如前文对违法性要件内涵的分析中提出的,鉴于违法性要件中采用行为不

法说会直接导致过错与违法性要件的混淆以及对违法性要件功能的误解,理论上

区分内部注意与外部注意栜的实际意义与可操作性均有限,因此将借助污染物排

放标准进行的行为适当性判断置于过错要件之下更为适宜。
经过分析可知,由于污染物排放标准在过错要件下发挥作用,前述学者所提出

的“因为社会最优管制标准已经得到了遵守,遵守管制标准的行为将阻却侵权责任

的成立、从而承认合规抗辩的效力暠栞,实际上与我国主要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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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体系并不相融。在无过错环境侵权的语境下,即使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已

经具备相当、甚至最高水平,行为人行为谨慎程度也随之相应提升,这些因素也仍

然不应当也不会影响责任成立。只有在过错责任环境侵权中,方才涉及公法标准

所设定的义务能否直接对标私法中注意义务的问题。在符合规范的情形下判断能

否排除过错,需要考察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行为标准与侵权法注意义务的吻合程

度。换言之,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裁判者能否给个案中的行为人设置高于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无论是制定法还是非制定法安全规则,也无论是官方

的执照还是许可证,都不能借助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约束力地决定第三方的注意

义务。栙 公法标准包含了习惯上对合理的注意要求的总结,栚侵权法上的注意标准

必然会受到旨在保护环境的规定影响。然而,公法标准制定过程中对利益综合考

量的政策取向、仅能以抽象方式设计和考虑平均情形的制定规则,栛以及“风险行

为的可标准化程度暠栜与行政规则制定的滞后性,都决定了公法在通常情况下只能

设定最低限度的行为标准。从行为人的信赖角度考虑,负有谨慎注意义务者也没

有足够理由信赖行政机关能够意识到并排除前者所有合法行为可能带来的损

害。栞 在行政法上被评价为合法的行为依然有引起损害的风险,这一风险应当由

谁承担,仍须交由旨在全面保护个人权利的侵权法决定。因此,侵权法完全有可能

构建超越公法安全管制的行为标准。栟

因此,在采用无过错责任的环境侵权领域,无论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严格程

度或水平如何,此类标准都不具备合规抗辩效力;而在适用过错责任的一般侵权

中,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样并不当然具有合规抗辩效力。法官应从客观中立角度判

断排放标准所确立的公法上的注意义务与个案中社会生活上一般注意义务的吻合

度,据此决定是否对排放人课以较公法义务更高的注意义务。这一判断的对象应

包括管制标准本身在时效、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具体的判断依据

无法通过总结一般规律的方式得出。即使最终个案中以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

认为行为人不满足过错要件,也需要论证在该特定情形下公法标准能够作为注意

义务要求,而非污染物排放标准天然具有合规抗辩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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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暋语

要讨论环境管制标准在环境侵权判断中的意义,前提是厘清广义环境侵权概

念下对各类案型的区分与各自的请求权基础。德国环境私法体系框架为优化我国

环境私法责任现行二元归责方案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评价环境管制标准的具体

效力时,我们应当结合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与保护目标,走出对违法性概念的固化

理解,将公法上的合法情节分别通过过错要件和违法性要件导入私法评价中,进而

考察公法标准规制内容与私法责任成立要求的吻合度。
从侵权内部构成要件视角出发,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作用于对过错要件的判

断,环境质量标准则作用于对违法性要件的判断。前者在无过错责任情形中无适

用余地,在一般侵权中,由于公法设定的行为人义务与侵权法过错所要求的注意义

务吻合度通常较低,因此符合该标准亦无法作为排除过错以及合规抗辩的决定性

依据。鉴于环境质量标准的内容与制定目的,该标准与私法上环境权益以及纯粹

经济利益受保护的限度吻合,在两种归责原则中皆可作为较弱法益保护程度的边

界。此时的达标情节能够排除违法性并作为排除责任的抗辩依据,详见表1。

表1暋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的私法效力

归责原则 受侵害法益 过错 违法性 合规抗辩可能

无过错责任
绝对权 不考虑 满足 无

环境权益等 不考虑 根据环境质量标准是否达标判断 环境质量标准

过错责任
绝对权 借助污染物排放标准判断 满足 无

环境权益等 借助污染物排放标准判断 根据环境质量标准是否达标判断 环境质量标准

暋暋来源:作者自制。

区分论下的构造在为受害人提供多元救济途径的同时,保障了行为人自由行

为的空间,也能够预防过度威慑对现代生产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污染环境行为

本身的危险性程度、妨害的重大性、排放人对注意义务的遵守程度等都属于不确定

的法律概念,即便相关理论发展精细化程度再高也无法提供如数学般的精确性,仍
会且应当在个案预留评估余地,但这并不表明不同制度之间的界限可以被模糊处

理。相反,为避免制度之间分工不明、叠床架屋,法律适用中需要可操作性更强的

解释论作业,由裁判者在预先设定的相对刚性的要件框架下,通过不同的标准变

化,“站在公私法汇流的闸口,决定公法规范以何种方式和多大的流量注入私

法暠。栙 据此,环境私法责任中的合规事实得以投射出不同效果,本文即提供了这

样一种框架性的思考进路。 责任编辑:朱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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